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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藉由闡述韓國的中國情結因素如何影響對華關係，補充現有國際

關係理論對於分析朝貢體制以及情義精神的不足。中國情結脫胎於傳統華

夷秩序與朝貢關係中的事大主義，係韓國對於符合中華文明典範的中國政

權之情感依託與效忠。然而不同於強調名份尊卑與實力差距的事大主義，

中國情結重視中國統治者須具備儒家文明性與對外鋤強扶弱的精神，成為

近現代韓國依從中國的重要根源。由於明帝國義無反顧地援助李氏朝鮮抵

禦日本入侵，事大主義因而轉化為中國情結，使得朝鮮拒絕向文化低落的

滿清低頭，直到滿清展現作為中國統治者應有的儒家形象和字小風範。同

理，出於共同抗日的情感與記憶，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交替

之際，甚至是後者取代前者在聯合國席位之後的二十餘年間，大韓民國同

樣秉持中國情結，與中華民國維持邦交關係直到1992年。改革開放以後的

中國大陸，也逐漸成為韓國「中國情結」的投射對象。以往被認為與中國

大陸關係疏遠的韓國保守黨派，近年也一度表現出親華舉動，這當中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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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利益考慮，也不無中國情結的展露。而韓國進步黨派無論在歷史或是

在當代，皆會較快接受中國新興勢力，因此在中國大陸看來，韓國進步黨

派更為「親華」。當前的國際秩序是以美國為主導，作為韓國盟友的美國

對韓國的政治、軍事等影響依然不可替代。不過在韓國制定對華政策時，

除了以利益導向進行充分的理性考量後，感性的中國情結或多或少會起到

某種程度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中韓關係、事大主義、中國情結、情義精神

＊　＊　＊

壹、序言

2017年12月13日，韓國新任總統文在寅開啟訪華之行。由於近年薩德部

署問題致使中韓關係跌入谷底，文在寅的此次訪華有著破冰之旅的意義。也

因此，文在寅道盡好話，稱「中國人民是韓國革命先烈的同志」（亞洲經濟 

2017），以此來拉近中韓之間的情感。而隨著對華外交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韓國外交部有意設立專司對華外交的「中國局」（朝鮮日報 2018）。不過，

曾向中國過表達深情厚誼的，還有引起薩德風波的朴槿惠。韓國前任總統朴槿

惠在上任初期所展現的「親中」舉動，一反中國人對韓國保守黨的認知。甚至

朴槿惠上台初期的韓中關係可謂是1992年建交以來的最親密時期。2013年6月

27日，甫當選韓國總統的朴槿惠在就任之初，訪美結束後即出訪中國大陸，

打破了二十年以來韓國總統就任後「先美國、再日本、後中國」的不成文出訪

慣例，中國大陸回以「最高規格」禮遇朴槿惠。2015年9月3日，朴槿惠應邀

參加了鮮有西方領導人直接參與的「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暨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閱兵儀式，中國大陸更是史無前例的將其位列俄羅斯總

統普京之後。而朴槿惠當選總統之前，曾以不同身份訪問中國大陸三次，其中

2011年韓國總統大選期間，已成為韓國大國家黨總統候選人的朴槿惠更以大國

家黨黨首身份訪華，爭取中國支持的目的昭然若揭。

有趣的是，在外交實務界與理論學術界，一般認為韓國國內勢力與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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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是「左親華而右斥華」。例如與朴槿惠同樣出身右翼保守黨的前任總統

李明博，其主政時期的韓中關係忽冷忽熱，並不穩定，這方吻合韓中兩國外交

界與輿論界對於保守黨執政對華關係的預期。然而朴槿惠身為韓國保守黨的

典型代表，她一開始與中國關係的親密程度，甚至是極為親左、親北的韓國

進步黨執政時期也不能比擬。對此，美國著名亞太問題專家包道格（Douglas 

H. Paal）指出，朴槿惠同中國發展積極關係，除卻經濟與地區穩定等現實因素

外，還有其個人因素考量（徐方清 2013, 71）。儘管包道格並未明言，但所謂

的「個人因素」，咸信指向朴槿惠的「中國情結」。

李圭泰（2007, 282）認為，韓國外交普遍存在一種或多或少的「中國情

結」。究竟什麼是「中國情結」？「中國情結」是如何產生的？形成於古代的

「中國情結」對於韓國當代的對華政策又有什麼具體影響？「中國情結」這個

字眼經常出現在中文的報章媒體中，但遺憾的是，學術社群鮮有詳加論述的著

作，有鑑於此，本文透過耙梳中韓文著作，系統性地提供一般讀者以及東亞

國際關係研究者對於「中國情結」的認識。筆者主張「中國情結」存在韓國文

化之中，不因政治黨派的左右分歧而對立。「情結（complex）」一詞，由瑞

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最早使用，他形容情結是一群無意識感覺

與信念所形成的結，這種情結可以被間接偵測，而表現的行為則很難被理解

（Howard 2011, 40）。而韓國人的「中國情結」，就是這種對「中國」無意識

的、非理性的、不易被西方人理解的、內化於韓國文化之中的情感。韓國人心

中的「中國」
1
，不單純是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體，而是把她看作

一個有著深厚歷史脈絡和文化底蘊的文明體。韓國人「中國情結」的表現，不

僅僅有現實層面的對中國強大政治力的仰仗，對中國繁榮市場的依賴等，還有

精神層面的對中國悠久歷史的仰慕，對中國廣袤疆土的敬畏，對中國語言文化

的學習、以及對中國的情感依託等。歷史上的「中國情結」中，韓國人甚至將

「中國」作為我者，韓國人非常在意「誰是真中國」。雖然，西伐利亞體系下

1 石之瑜、徐耿胤（2012, 110）探討了「是否有一個可稱為中國的本體」，強調不同地
域或民族的研究者都是根據自己的歷史脈絡來認識中國，因此不同學者的中國認識都

是不一樣的。



128　問題與研究　第58卷第3期

的韓中兩國變為平等國家關係，近代以來在韓國興起的民族主義也將中國作為

反抗對象之一，但隨著近年韓中兩國之間政治經濟關係的熱絡，以及雙方軍事

敵意的降低，使這種根植於韓民族潛意識中的「中國情結」又逐漸浮上檯面，

甚至影響韓國的外交。

弗蘭克爾（Joseph Frankel）指出，理性概念具有歐洲中心主義色彩，與

西方人不同的其他地區民族的思維習慣和推理方式都被認為是非理性。
2
然而

中國大陸學者王鳴鳴（2008, 227-241）則認為，由於地理環境、歷史經歷、宗

教信仰等文化背景的不同決定了思維方式的差異，而思維方式又影響著外交決

策。不被西方認可的東方思維，也可以是東方式的理性。本文無意要追究這些

具有某個民族或國家的思維方式是否應該被看作是一種不同於西方的理性，但

韓國外交中的「中國情結」顯然屬於這樣的思維方式。

本文對於國際關係理論與外交研究的貢獻體現在三個層面。首先，研究方

法上，筆者希望通過歷史學與民族學的角度，在既有框架之外，重新考察韓

中關係的發展樣貌與走向，尤其側重耙梳貫穿古代朝貢格局與當代主權國家體

系的情義精神。其次，時間縱向上，筆者要將研究視角延伸至「明清兩朝－朝

鮮李朝」，因為該時期奠定了韓中兩國的現代版圖、形成了今日國族的基本輪

廓，與當今兩國的互動模式具有歷史連續性，如此才可一窺歷史發展規律。最

後，地理空間上，台灣近年雖在本土化浪潮中不再標榜中國法統，但在台灣的

中華民國仍係中國政權之延續，故筆者欲將台海兩岸的兩個政權皆作為「中

國」來探討，如此才可以說明韓國對華關係的連貫性。
3
假使「中國情結」確

實存續在韓國的對華外交關係史之中，那麼我們照理也能夠在當代韓中關係史

重現類似的軌跡。是故，本文寫作目的，也希望透過考察韓國對華關係潛意識

中的「中國情結」，來以史鑒今，觀察並展望未來的韓中關係。

本文以時間為軸線，將文章主體分為兩大部分：「歷史韓國的中華抉擇」

以及「當代韓國的中國認識與對華政策」。第二節透過介紹古代韓中關係來揭

2 轉引自王鳴鳴（2008, 43）。
3 何彤梅（2008, 71-76）指出，以往討論韓中關係僅局限於大陸視角，鮮少提到韓國與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所維繫的長期的友好外交關係。而台灣也有類似的狀況。兩岸

皆以各自的立場和視角來看對韓關係，使得韓中關係的探討過於片面，缺乏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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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韓國對華關係中的一般邏輯：該節首先介紹歷史上的韓中關係，即朝鮮雖為

朝貢國，卻在以中國為主導的「華夷秩序－朝貢體制」中位於最靠近中華的位

置；接下來論述「事大主義」體制下的韓中如何因現實考量形成盟友關係，卻

又使「事大字小」的關係變成對中國非理性的情結，並指出韓國以強烈的中華

意識而非現實考量來對抗如日中天的滿清中國；本節最後介紹面臨強大的新中

國（清）與沒落的舊中國（明）時，韓國各派勢力是如何抉擇自己心目中的中

華。第三節則在論述當代韓中關係時發掘古今韓中關係邏輯的一致性：該節首

先回顧韓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指出韓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保持43年之

久的外交關係，其背後的考量與明清交替時的「尊明抑清」如出一轍，同樣是

基於中華文明的思考邏輯；緊接著，介紹韓國左右各派勢力的對華態度，本文

打破當代韓國對華關係中「左親華而右反華」的刻板印象，指出韓國今日的保

守派如同古代的「親明派」，是有著更強「中國情結」的親華派；最後指明，

隨著中共的愈加中華化，韓國看待中共如同看待中華化了的滿清，「中國情

結」會從舊中國轉向新中國。因此本文的結論與前瞻觀察是，韓國保守黨與中

共之間的關係會日益親密，而中國對韓國的影響力日益增大。

貳、歷史韓國的中華抉擇

一、如何作中華：從化外到中心 

提到韓中關係史，就必須要從「華夷秩序－朝貢體制」開始說起。韓國韓

中關係史泰斗全海宗（1966, 10）指出，過去兩千年的韓中關係大部分都與朝

貢體系有關。

Fairbank（1968, 1）指出，東亞地區的文明化，是以中國文化為中心進行

的。中國文化的優越性，以「華（中國）」、「夷（化外）」之分作為基礎，

從而形成華夷之間階級的、不平等的關係。而這種以中國為主導的「華夷秩

序」，從將中國視為世界中心的自民族中心主義出發，將中國作為文明的中心

「華」，而把周邊視為落後的「夷」，以文明的程度來確定彼此的地位差別，

從而形成位階秩序，其背後是中國儒家的「華夷之辨」思維（白永瑞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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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中國明朝皇帝朱元璋在《奉天北伐討元檄文》中稱：「自古帝王臨御天

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Fairbank（1968, 2-3）根據

中國人的這一思想，將華夷秩序以「同心圓」的方式排列出來：以中國為中

心，以夷狄為外圍；距華之近遠，又將夷分為「Sinic Zone」、「Inner Asia 

Zone」、「Outer Zone」，構成「天下秩序」。像朝鮮、越南等使用漢字、接

受儒家思想的民族屬於「Sinic Zone」，滿洲、蒙古、突厥等與中國文化相異

但不排斥中國文化的周邊民族為「Inner Asia Zone」，地理遠且疏於交往的地

方則屬於「Outer Zone」。朝鮮在民族上異於中華，地理位處邊陲，被中國人

看作為「夷」，但接受儒家「華夷之辨」思想的朝鮮，則通過不斷的模仿中國

禮制，使自己的地位從外圍接近中心。如朝鮮中期官員崔溥在《漂流錄》中表

達：「蓋我朝地雖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國，則不可以外國視也。」（孫衛國 

2002, 69）朝鮮雖地處「Inner Asia」，但文化禮制上已被「華化」，因此地位

被抬升至「Sinic Zone」，成為最接近中華中心的文明民族。

華夷秩序的實現手段則是「朝貢體制」。Fairbank（1942, 129-130）指

出，華夷之間的外交或貿易是依附在朝貢體制上的，這樣的朝貢體制是以中國

文化為其觀念中心的具體表現。而化外民族對朝貢體制的接受，則是基於化外

民族對中國文化優越性的認同。這看似不平等的關係，並非是由中國單方面主

導形成。夷狄要認同華夏文物之優越、景仰天子之恩德，才能認可中國成為天

下的中心，從而歸順天朝禮制，參與朝貢體制（Fairbank 1942, 132-133）。4

可以看出，「夷狄」同樣是中國天下秩序中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主體。

「華夷秩序－朝貢體制」在韓中關係的具體體現，則是韓國對中國的「事

4 對於「華夷秩序－朝貢體系」的解釋雖有許多觀點，但對於其形式上的描述大都與

Fairbank(費正清)類似。爭議最大的，則是關於「華夷秩序－朝貢體系」形成的動機、
各國的感觀、國家關係的性質等問題。如全海宗（1966, 6-15）就認為，朝貢關係中，
兩國關係比較對等，而非中國學者以往認為的以上對下的「宗屬關係」；韓國維持朝

貢制度的原因，是防止其他民族的入侵，最終是為了維護本國的統治與獨立自主，中

國學者普遍認為的文化「慕華」則屬於「副產品」而非主要目的，其出發點還是從韓

國自身利益為考量。縱使如此，韓國學者也並不否認韓國人對中國文化的仰慕，對

「華夷秩序－朝貢體系」認識的爭議並不影響中國文化對韓國產生的客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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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義」政策。「事大」一詞最初見於《孟子》，
5
與其相對應的概念是「字

小」，意思是小國要忠順於大國，而大國要對小國仁義。「事大字小」是儒家

處理外交關係的一種理念與策略，即小國為避免遭受大國的威脅，主動臣屬於

大國，接受大國的保護；大國雖接受小國的朝貢，但要保護小國的利益不受

外來侵犯。對於小國來說，事大主義是一種保國之道，通常是一種委曲求全的

策略（孫衛國 2002, 68）。韓國對中國奉行事大主義，大體可追溯至新羅對唐

朝的朝貢（王銘 2014, 55）。6
但若中國出現式微或戰亂，或是兩國交惡等狀

況，也會出現朝貢中斷的狀況。可見以朝貢為手段的事大政策，是一種工具性

的、策略性的外交手段。

到了朝鮮王朝，事大主義被奉為國策圭臬，無論任何情況下都對中國奉

行事大主義。朝鮮初期奉行的「親明政策」，首先是要與明朝形成政治「盟

友」，藉中國的力量確保朝鮮的國家安全與自主空間；更進一步則是為了穩固

朝鮮初建的政權，以求中國天子對其正統性的認可，來能獲得對內統治的正當

性（鄭容和 2006, 22）。比如朝鮮開國國王李成桂在建政初期，請求明太祖為

新國家選取國名，
7
一方面藉認同中國皇帝在華夷秩序中的中心地位，來參與

中華天下秩序以獲得保護，另一方面則希望透過中國的冊封，讓朝鮮民眾看

到自己立國的正當性。又如朝鮮國王駕崩，需明朝賜與謚號才可被後世稱為

「王」，以溯正統，否則只能被稱為「君」（如燕山君與光海君皆因政變未

獲明朝封號），其統治正當性不被承認（孫衛國 2002, 67）。朝鮮事大明朝，

並非出於軍事上、外交上的壓迫，而是出於韓國本國政治上的需要（鄭容和

5 《孟子正文》卷二，〈梁惠王章句〉下篇三：「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

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

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

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6 朝鮮王朝《太祖實錄》總序，辛禑王14年5月條：「以小事大，保國之道。我國家統三
以來，事大以勤。」王銘（2014, 55）指出，李朝太祖李成桂追溯朝鮮立國，所說的
「統三」即指唐高宗時期新羅統一半島三國之事，「事大」在那時即是指新羅侍奉大

國唐朝。
7 《明太祖實錄》卷223，洪武25年閏12月乙酉條：「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欲更其國號，
遣使來請命。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矣。宜更其國號曰『朝

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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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8）。可見，以事大主義結成的盟友關係，已從外交目的進一步轉向對

內統治考量。向中國請求冊封獲得名義上的統治認可，成為事大主義的主要目

標。

韓半島對中國文化與制度對效法雖有兩三千年之久，但這也僅止於對優秀

文化的學習，即使將中華文化看作是「我者」，但還不至於將中國當成是「我

者」。但這一狀況在朝鮮中期以後有了質的轉變。朝鮮雖「事大」明朝，其王

室名號也均須明朝冊封認可，但明朝鮮少干涉朝鮮內政，朝鮮在事大政策下保

有高度的獨立自主。16世紀末日本侵略朝鮮的戰爭（壬辰倭亂）中，明朝不惜

傾全國之力，歷時七年幫助朝鮮擊退日本，做到「字小」之義。
8
明朝保住了

朝鮮卻很快亡國，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朝鮮深感明朝救恩，稱「萬曆再造

之恩，將百世不可忘」（《明隱記》卷七）（王克平 2009, 27；孫衛國 2002, 

70-71）。朝鮮的事大主義思想達到頂峰，進而對中國產生情感認同。不願

認同滿清的朝鮮學者金履安（1722∼1791）（1999, 503）稱：「當今之世，

不歸我中華而誰也？」；朝鮮末期更有儒學家郭鍾錫（1864∼1919）（2001, 

645）稱「（朝鮮）天地為大明天地⋯⋯喚我作大明人」。慕華的意識已變為

天然，對中國的意識已上升到將中國看作是「我者」。原本以外交行為來實踐

的「事大主義」，在朝鮮中期以後成為道德上的義務（崔鉛植 2007, 110）；

原本以政治為目的地韓中盟友，則暗含了更多情義的考量。

朝鮮時期的對明關係，以華夷之辨為邏輯，以天下秩序為準繩，以事大主

義為實踐，以中韓盟友為保障。在實踐事大主義的過程中，又以朝貢實現外交

事大，以冊封實現內政事大，以慕華實現思想事大，三者相輔相成，又有隨著

時間推進遞進發展。從策略性事大，到道義性事大，朝鮮對中國的事大政策從

理性出發，漸漸內化為感性思維，成為形成「中國情結」的源頭。

8 吳政緯（2015, 82-85）指出，明朝與朝鮮初期的互動並非如後來朝鮮標榜的那般美
好，明廷對朝鮮的索求以及明朝對內的高壓統治等都使當時出使中國的朝鮮人頗有微

詞。然而壬辰倭亂中明朝的鼎力相助與明清易代時滿人的暴力侵佔激發了朝鮮對明朝

的思念。使後來的朝鮮以「只念其好，不述其壞」的「選擇性敘述」方式祭典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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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誰是真中華：從皇明到滿清

既然朝鮮的對華關係始終貫穿「華夷之辨」的思維邏輯，朝鮮就不得不關

注兩個重要的問題：「誰是中華」？中原易主是否具有「中國典範」？而此

「中國情結」的現象在明清之交獲得驗證。韓中關係史上，朝鮮王朝與明朝之

間的親密程度可謂達到頂峰。可以說，明朝為朝鮮樹立了一個「中國典範」，

朝鮮王朝後世對中國的想像皆以明朝為基準。根據眾多史料中朝鮮對明朝的贊

美之詞，我們可以勾勒出「中國典範」的圖像，大致可以歸為如下幾點：廣袤

的疆域、悠久的文化、文明的禮樂、繁榮的經濟、強大的武力、穩定的社會、

睦鄰的外交等。尤其強大的明朝對朝鮮的不干涉與保護政策，是最得朝鮮傾

心的根本原因。然而就在滿洲人（即女真人）入主中原、滅亡明朝後，朝鮮對

「中國」的態度產生極大的矛盾與變動。

滿洲人發祥於中國東北地域，南與韓國的先祖民族為鄰。歷史上韓國的先

祖民族與滿洲的先祖民族之間衝突不斷，高麗王朝、朝鮮王朝對女真人的虐殺

超過700年。朝鮮半島中部北部的女真人在接受明朝統治的同時，也向李朝進

貢並接受李朝的冊封。韓國人無論是根據本民族的歷史經驗，還是按照中國的

「華夷之辨」思維，均認為自己是文明於滿洲的上等民族，而滿洲人是未開化

的野蠻人，對滿洲人滿懷鄙視心態。面對滿洲人的崛起與進逼，儘管朝鮮內部

不乏疏遠明朝、靠攏後金的呼聲，但基於「華夷之辨」的考量，以及明朝協助

朝鮮避免亡於日本的恩惠，朝鮮依然選擇效忠明朝（楊仕樂 2017, 11）。然而

就是這樣一個被韓國人瞧不起的民族，竟然打敗了明朝建立了清朝，成為中華

帝國的主宰者，並以武力入侵朝鮮，迫使朝鮮國王行「三跪九叩」之禮臣服滿

清。朝鮮難復內心的憤郁與恥辱，雖名義上臣服滿清，但對內則是高舉「尊周

思明」的大旗，言必稱「皇明」（于逢春 2015, 13）。

明朝被滿清打敗之初，尚在中國南方一些地區留有殘餘勢力，即「南

明」，其中就包括台灣的「明鄭」政權。朝鮮雖名義歸順滿清，但卻長期私下

支持南明政權。滿清入關之初，無論是對中原地區的野蠻統治，還是對朝鮮世

子入質的苛刻對待，都使朝鮮對初期的滿清充滿仇恨（陳放 2012, 80-81）。

面對明、清兩個中國，朝鮮義無反顧的選擇殘明才是中華正統，滿清雖佔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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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領土卻無中華德行，不承認滿清是中國。如朝鮮英祖朝的領議政俞拓基

（1691∼1767）曾出使中國覲見清帝，但在日記中卻始終稱清朝皇帝為「胡

皇」（吳政緯 2015, 116）。

在朝鮮臣服滿清50年後，滿清收復台灣、平定西南與新疆，一統中國，並

迎來了「康乾盛世」。為了拉攏朝鮮對滿清對傾心，滿清對朝鮮亦由入關前的

高壓和掠奪逐漸改變為籠絡和懷柔政策。滿清政府減輕朝鮮的朝貢負擔，減

徵朝鮮軍糧，特赦朝鮮囚犯，禮待朝鮮使臣，以「撫藩字小」的政策為朝鮮

樹立「上國」形象。朝鮮因此出現大批親清勢力，對華政策出現「奉清」與

「反清」之爭。朝鮮臣服滿清60年後的1696年，朝鮮發生嚴重的糧食危機，

清廷慷慨解囊，賑濟朝鮮糧荒，被視為是朝鮮「清朝觀」改變的轉折點（陳放

2012, 78-91）。

滿清借鑒明朝建立了國家機構，並以明朝的法律為基礎制定了清朝的法

律。滿清還開始尊孔、祭孔，推行儒家教育與儒化政治，恢復中華傳統禮樂

（陳放 2012, 98）。「華」與「夷」看似以民族區分文明，但其背後是以中華

文明作為基準所做出的「文明」與「不文明」之分。朝鮮北學派代表人物洪

大容（1731∼1785）以「華夷之辨」的角度為滿清辯言：「我東之為夷，地

界然矣，亦何必諱哉！⋯⋯我東之慕效中國，忘其為夷也久矣。」（吳政緯

2015, 134）朝鮮雖為「夷」，卻也可以通過效法中國實現「以夷變夏」，滿

洲同樣學習並繼承了中國的傳統制度與文化，變野蠻為文明。因此朝鮮英宗朝

的領議政李光佐（1674∼1740）直指：「清人雖是胡種，凡事極為文明，典

章文翰皆如皇明時⋯⋯」（宋慧娟 2007, 102）朝鮮開始認可「清承明制」，

認可滿清可比皇明，認可清朝是「中國」。

日益強大的滿清愈來愈符合朝鮮人的中國想像，19世紀初的朝鮮出現了學

習滿清中國的「北學派」。所謂「北學」，即北學中國，就是接受滿清中國先

進文化和制度，借以發展朝鮮的商業、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為目標的實學

主義。北學派摒棄視滿清為「夷狄」的看法，認為滿清是對中國歷代思想的兼

容並蓄，才使其文化博大精深、社會繁榮昌盛（陳放 2012, 101-102）。作為

「中國典範」的滿清，再次成為朝鮮效法的對象。1774年（清乾隆39年，朝

鮮英宗50年），朝鮮國王英宗下命，在珍藏明朝賜品的「敬奉閣」旁邊「別



 韓國對華關係中的「中國情結」　135

立一閣，以奉清國敕文，上嘉納，命戶曹判書相地始役，名曰奉安閣。」宋慧

娟（2007, 103）認為，「敬奉閣」與「奉安閣」的並立，說明朝鮮出現了奉

明朝與尊清朝並重的政治態勢，這是朝鮮王廷誠心事大立場真正回歸的重要標

誌。

明清交替之際，朝鮮長期處於「誰是中華」的矛盾之中，歷經了「明是中

華」、「明亡而朝鮮是中華」、「清據中國而非中華」、「清是中華」的思

想轉變。當滿清的統治逐漸符合朝鮮想像中的「中國典範」，朝鮮對滿清的

態度，也從「反清」、「疑清」，漸漸轉變為「納清」、「尊清」。原本被

迫結成的盟友關係，也逐漸成為一種理所當然。有趣的是，朝鮮在尊清的同

時依然思明，朝鮮一方面效法現實的滿清中國，另一方面又不放棄對明朝中

國的思念。吳政緯（2015, 133）指出「尊清」與「思明」並不矛盾。朝鮮尊

清，恰恰以思明為基準，兩者雖有先後，卻都是「中國情結」的體現。孫衛國

（201 4, 154）進一步指出：「尊周、尊明，即是尊朝鮮自身⋯⋯」因為朝鮮

的立國理念、政治制度皆由明朝而來，朝鮮以「思明」的方式維護對內統治。

可以說「尊清」，一方面是出於對滿清中國外交上的現實考量，另一方面則是

將長期以來得不到實現的「中國情結」投射於現實的滿清中國身上去。

三、各自擇中華：從兩岸到兩韓

清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與之伴隨了幾千年「華夷秩序－

朝貢體系」也隨著清朝的滅亡而瓦解。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清

政府承認朝鮮的獨立地位，韓國脫離與中國之間的朝貢關係，不僅使韓中走向

近代平等國家關係，韓國也被迫與日本帝國、西方強權正式展開外交關係。然

而韓中之間的關係卻從未停滯於此，儘管韓國無法再仰賴中國的軍事援助與名

分認可，但韓國仍然與中國這個他者盤根錯節（Tikhonov 2016, 83-84）。

中國甲午戰敗，與日本簽署了《馬關條約》（1895），清廷放棄對朝鮮的

宗主權，不僅使中韓之間上千年的「華夷秩序—朝貢體系」崩析瓦解，更使朝

鮮落入日本人之手。《馬關條約》的簽署可謂是滿清對韓中同盟的破壞，清廷

不負責任的行為刺激了朝鮮人對中國認知的改變（白永瑞 2009, 146）。1910

年，韓國被迫簽署《韓日併合條約》，韓國淪落為日本殖民地。在日本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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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韓國不但通過日本接受了以西洋文明為標準的新式文明論，在這種視野

下，韓國以日本的眼光重新審視中國，認為中國敗於日本主要原因在於未能文

明開化。在西洋文明論之下，無論中華還是小中華都失去了意義，對於正在開

化的韓國來說，中華、儒家、中國的古書等等都是有害的東西（王元周 2013, 

312）。白永瑞（2009, 146）指出，在甲午戰爭之後，韓國知識社群對華態度

產生三種分化：「賤視的中國」、「改革的中國」與「聯合的中國」。第一種

人作為朝鮮的激進改革派，他們放棄將中國作為世界文明的中心加以崇尚，反

而視其為文明的落伍者，並賤視中國人。他們將日本奉為文明的先驅者，願意

接受由日本主導的開化，主張聯日抗華。第二種人則是朝鮮的穩健開化派，他

們不僅注意到滿清政府的腐朽，更注意到發生在中國的反封建主義革命勢力，

他們關心清末的維新運動，更受辛亥革命的鼓舞。這是願意參與中國革命，聯

華抗日，在中國的支持下獨立建國的一派。第三種是第一種與第二種的折衷

派，他們希望中日韓三國聯合一體，尤其看重中國作為東亞勢力平衡的一極，

期待聯合中國平衡日本。這三派在日殖中後期，大致衍變為親日派、親中共的

進步派、親國民黨的保守派，其對應關係如下圖所示。

圖1　韓國光復前後各派勢力演變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白永瑞（2009）。

1910年的《韓日併合條約》使韓國淪落為日本殖民地。1911年的辛亥革

命致使滿清滅亡，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於1912年成立。為了

爭求韓國獨立的韓國革命者，受到辛亥革命的鼓舞，紛紛流亡中國，與中國

一同展開抗日運動。1919年，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下，「大韓民國臨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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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上海成立，這個政府就是今日韓半島南側大韓民國政權的前身。中華民

國和中國國民黨在財政、軍事等各方面支援韓國人的獨立運動（李圭泰 2007, 

272）。韓國的革命派與中國的革命派結成反封反帝的盟友。大韓民國臨時政

府創始人之一的申圭植稱：「中國革命的勝利，非但為中國之幸福，也是亞洲

之幸福，韓國之幸福。」（王元周 2004, 26）甚至連韓國獨立復國運動的重要

指導思想「三均主義」，也是由韓國革命家趙素昂受到中國國父孫中山先生

「三民主義」的影響而提出的（裴京漢 2004, 64）。韓國留學生或革命者直接

參加學生軍，還積極參加了國民募捐運動、討袁運動等中國革命活動。當時的

韓國人並不把中國革命當作別國革命，而是當作自己的革命來接受。裴京漢

（2004, 229）就指出，這是因為當時的韓國革命者尚有依靠中國的「事大主

義」思想。

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東亞，韓國的革命者也產生了不同的政治派別。無論

是中國國民黨支持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還是中國共產黨支持的無產階級革命

派，韓人皆追隨中國各方勢力分別組成盟友，進行獨立運動。東北抗聯領導人

周保中在回憶朝鮮革命者的革命活動時指出：「（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整個

軍百分之九十是由朝鮮人黨員、團員、工人、農民編成的⋯⋯七軍差不多也都

是朝鮮人⋯⋯三軍的建立也是朝鮮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李岩 2007, 54）

北韓建國初期的內閣副首相兼內務省相朴一禹，在中共七大上發言稱，「毛澤

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也是指導朝鮮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

黨在東方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中將起決定性作用⋯⋯中國共產黨的責任不僅是

要解放中國人民，還要解放東方被壓迫人民，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就是朝鮮人民

的勝利。」（王元周 2004, 29）朝鮮的共產主義獨立運動者也借鑒中國的革命

經驗，將朝鮮的革命融入於中國的革命之中，視中國的革命為自己的革命。

然而抗戰勝利後，由於政治立場的分別，中國打響了內戰，主張資本主義

立國的國民黨敗退台灣，主張共產主義的共產黨則贏得大陸。韓半島1945年

光復的同時，也因為同樣的緣故在南北分別建國。同樣政治理念的在半島北側

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9
與在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結為盟友，在半

9 本文以「北韓」簡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後文所稱「朝鮮」皆指「李氏朝



138　問題與研究　第58卷第3期

島南側的大韓民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結為盟友。世界出現「兩個中國」，也

出現「兩個韓國」（或稱「兩個朝鮮」）。兩個韓國以各自的立場，選擇著自

己認同的「中國」。

1950年爆發的由兩個陣營直接衝突的「韓戰」，更是使韓國與中國大陸之

間形成直接敵對關係。許多韓國民眾視中共介入韓戰為促使韓半島走向分裂的

重要因素，中共是韓半島統一的阻礙（李忠輝 2011, 69）。而中共在執政初期

的各種政治風波，如「文化大革命」，同樣違悖韓國的中國想像。大韓民國像

朝鮮王朝那樣，視中共為滿清，認為中共統治的紅色中國，就好比胡人統治的

夷狄中國一樣，只佔據了中國的土地，而未有中華的法統。中共雖統治中原，

卻沒有「中國典範」，韓國始終不願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長期以

來，在中國大陸談論韓國，抑或是在韓國談論中共都成了一種禁忌。韓國以

「中國」來稱呼台灣，以「中共」來稱呼中國大陸（孫準植 2013, 40；李圭泰 

2007, 272）。

參、當代韓國的中國認識

一、對中國的再抉擇：從民國到中共

二戰結束後由美蘇所建立起來的「冷戰秩序」，雖然致使韓國國家分裂，

卻也保護著南韓在分裂體制的南半邊建立民主國家、發展市場經濟。韓國不

僅是冷戰秩序的受害者，同時也是這一秩序的受益者與利用者（白永瑞 2006, 

142-143）。對於韓國來說，與中華民國、美國一同參與的反共盟友，是對抗

北韓、中共、蘇聯等北方勢力威脅的最強有力保障。古代韓中關係中的「華夷

秩序」，實際上以「文明」與「不文明」來區分對立面；而「冷戰秩序」中的

反共盟友，也同樣以「民主、自由」的「文明」理念，來抵抗共產主義「極

權、專制」的「不文明」行經。在立國理念、統治正當性與外交道義上，參與

「冷戰秩序」與融入「華夷秩序」有著異曲同工之效。

鮮王朝」。對於「大韓民國」或不明確區分南北韓差異時，本文簡稱之「韓國」，需

要與北韓作對比時稱其為「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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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中同受日本侵略，同因共產政權而使國家分裂，韓國與中華民國可謂是

一對苦命相連的難兄難弟。因此韓國對中華民國的外交考量，與其說最首先是

基於國際關係的平衡，到不如說是來自於兩政權在反抗外敵的鬥爭過程中所結

下的血盟關係。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在抗戰勝利後曾這樣回憶：「抗戰

八年來，臨時政府隨貴國政府遷渝，舉凡借撥財政時，供應軍備以及維持僑民

生活，均荷於經濟百度艱難之秋，慨為何潤⋯⋯似此義薄雲天，是九等吾三千

萬民眾當永感不忘者也。」
10
這樣的表達堪比壬辰倭亂後，朝鮮宣祖國王對明

朝「再造之恩」的感激。尊明即是尊朝鮮自身（孫衛國 2014, 154），親中華

民國，其實也是在確立大韓民國自身的統治道德。強調自身的統治合法性，在

半島南北分裂、以及南韓內部也存在廣大左翼支持者的當時是非常重要的。支

持中華民國的「反攻大陸」，如同朝鮮支持的「反清復明」，這樣的立場也同

樣影射著韓國自己統一北韓的心願。

韓國學者認為，韓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關係，是與一般國際關係無法

相比的「唇亡齒寒」的親密關係，中華民國是韓國唯一的「兄弟之邦」（李圭

泰 2007, 271）。金九次子、前駐華大使金信在其回憶錄中表明，儘管外人普

遍將其派駐台灣視為從權力中樞流放，實際上他是懷著感恩中華民國與彭湃

的心情，擔任朴正熙與蔣中正總統之間的溝通橋梁（金信 2015）。韓國著名

歷史學家、原高麗大學校長金俊燁教授於1963年出版的《中國最近世史》，

成為韓國戰後首個全面介紹中國近現代史的著作（金俊燁 1963）。「在台灣

的中華民國政府才是中國正統」是該書最基本的觀點，而這一立場一直延續

到1980年代，成為在與中國大陸建交以前韓國的「中國觀」（裴京漢 2004, 

232）。中華民國雖不再有廣袤的土地，但台灣經濟的繁榮發展，政治的相對

民主，以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所表現出來的對中國傳統的傳承，某種程

度上符合韓國想像的「中國典範」。
11
在明清交替、民共交替兩次中國改朝換

10 轉引自李岩（2007, 55）。
11 韓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孫準植（2013）對韓國與遷台後的中華民國政權之間的外
交關係，尤其是兩者的斷交過程做了全盤的回顧與整理。文中雖未直接提到兩者斷交

過程中韓國對中華民國的情感動態，但作者本身的用詞與敘事手法卻深深地反映著當

時韓國與那一代人對中華民國難以割捨的複雜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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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時，韓國都選擇了同樣是在台灣的中華餘脈作為「中國」。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代替中華民國獲得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權」。

面對「兩個中國」的選擇矛盾，包括韓國的盟友美國在內的世界絕大多數國

家，均在1980年代以前陸續與中國大陸建交，但韓國依然與中華民國維持外

交關係直至1992年。中共，一方面是時刻威脅自己的北韓的盟友與支持者，

另一方面又是世界所認可的中國。面臨這樣的尷尬處境，韓國也在懷疑和防備

中開始緩和與中共之間的關係（王恩美 2011, 201）。韓國是與中華民國斷交

的最後一個亞洲國家，如此之晚才與中華民國斷交的側面，反映的是韓國與中

華民國特殊的盟友關係、韓國人忠誠義氣的性格、以及韓國對「中國」的感

情。因此就有韓國學者稱，韓國對中華民國是「仁至義盡」（朱立熙、文興鎬  

2015, 88）。

然而如同「夷可變夏」一樣，共產國家也會有出人意料的變化。隨著1980

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西方共產國家全部倒台、民主化，中

共政權隨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逐步走向政治開明與經濟繁榮。值得一提的

是，1989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天安門事件」，飽受港台地區以及西方國家

的指責與批評，但在韓國卻並未引起較大關注。因為任期將至的盧泰愚政府為

謀求盡快與中國大陸建交，並寄希望於中共支持韓國加入聯合國，因此對該事

件進行了冷處理。與港台及西方的悲觀論調不同的是，韓國認為天安門事件反

而促使中國大陸走向改革開放（鄭埈旿 2014, 207-233）。另外，1980年韓國

才剛經歷了全斗煥政權鎮壓學生運動的「光州事件」，1987年又在鎮壓兩名

大學生致死後發生「六月抗爭」，持續爆發並鎮壓學生運動的韓國也未有太

多心力和政治道德來指責中共（鄭在浩 2011, 123）。以2009年「對中國的想

像」訪問調查結果來看，韓國人對「天安門」一詞並無負面觀感（董向榮、王

曉玲、李永春 2010, 114）。總體說來，天安門事件並未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給

韓國留下太多對中國大陸的負面印象。反而天安門事件以後，中國大陸的思想

氛圍從共產主義轉向具有中國性的民族主義（Zhao 2004, 8-10），這也使韓國

所看到的中國大陸少了一份共產（夷）的形象而多了一份中國（華）的形象。

與此同時，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逐漸放棄代表中國的想法，台灣本土意識與

獨立意識的興起更加速台灣脫離中國。無論在地域上、國力上、思想上，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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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隅的中華民國儼然已經脫離韓國對中國的想像。1988年，韓國時任外長崔
侊洙宣佈：改稱「中共」為「中國」。改稱「中華民國」為「台灣」。成均館

大學李熙玉教授認為，由於韓國骨子裡的「小華主義」思想，使得韓國要不斷

分辨誰是中國（洪德和 1998, 46-75）。國際環境與中國因素的改變，都使得

韓國再次做出「誰是中國」的選擇。

為了緩衝來自北韓的威脅，以及促進南韓對外貿易的擴張，韓國總統全斗

煥（任期1980∼1988）、盧泰愚（任期1988∼1993）積極推動與共產國家，

尤其是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北方外交」（詹卓穎、傅濟功 1988, 186-187）。

1978年以後在推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中國大陸注意到韓國的出

口主導型發展戰略，從而加強與韓國的經濟合作，希望韓國成為經濟合作夥

伴（李明 1998, 156）。透過1986年漢城亞運會和1988年漢城奧運會，韓國與

中國大陸的文化體育交流日漸增多（朴斗福 1999, 65）。1991年，作為聯合

國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大陸）支持韓國與朝鮮同時加入聯合國（何彤梅 2008, 

64）。兩國建立外交關係已具備充分的經濟、文化、政治基礎。1992年，韓

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同時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韓國

透過建立外交關係，來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

清朝雖為夷狄佔據中原，但經過「北學派」的思辨，使朝鮮對滿清的態度

從「反清」、「疑清」漸漸轉變為「納清」、「尊清」；中共雖以共產盤據大

陸，但經過「北方外交」的政策轉變，使韓國對中共的態度，也從「反共」、

「疑共」漸漸轉變為「納共」。至於是否「尊共」，還需要韓中關係再經歷更

長的時間才可以看出。

二、韓國的左右分歧：從親左到親華

呈上所述，韓國的中國情結呈現循環現象，這種現象一方面伴隨著中國政

權的變遷與轉質，另方面也與韓國國內各勢力的認知與意識形態差異相關聯。

保守與進步，是韓中關係中不可忽略的影響因素。明清交替之時，開明的「北

學派」主張學習滿清，而保守的「思明派」尚還殘留反清復明的餘念。清民交

替之時，進步的「革命派」主張追隨中華民國建立共和，而保守的「保皇派」

則反對廢除帝制（王元周 2004, 28）。民共交替之時，進步的「共產派」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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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共結盟建立社會主義，保守的「共和派」則主張維持與中華民國的盟友建

設資本主義。可以看出，面對中國的重大變革，韓國的進步派會較早做出思想

調適，追隨中國的新興勢力；而韓國的保守派則會在中國的新興勢力長期執政

後，顯示出穩固的統治才能才會轉向支持它。今日的民主韓國也依然區分進步

與保守兩大勢力。

南韓外交屬分裂國家的外交政策行為，進步與保守兩大勢力的最根本差異

在於對北韓政策。（劉德海 2009, 2-3）保守黨對北韓採取的是對抗政策，而

進步黨則是友好、合作、援助的策略。進步黨政府推動與北韓交往的路線，力

圖與平壤構築友好關係，此點使得對北韓最具影響力的中國大陸，在韓國對外

關係方面的重要性大為提升，韓中關係因而在進步派執政十年期間大為強化。

在進步黨執政期間，韓國的中國大陸政策因雙方對北韓政策的高度同調，故無

論在政治、安全或經貿等方面，韓國與中國大陸幾乎都是聯手對付美日的局面

（李明峻 2013, 77）。但以李明博為代表的保守黨執政之後則出現了明顯的轉

向，韓美關係迅速修復並不斷強化，韓朝關係不斷惡化，韓中關係也頻起波瀾

（王簫軻 2015, 83）。 

中國大陸認為，在對外政策方面，保守黨是親美、反華、抗北的政策；而

進步黨則是反美、親華、聯北的政策（李忠輝 2011, 73）。在韓國對華關係方

面，「左親華而右反華」成為中國大陸的普遍印象。但中共政權具有雙重性

質：「中」即是「華」，「共」即是「左」，中共既代表中國，同時也標榜左

翼。於是，韓國進步派的親中共，更多的是親左；而保守派的反中共，並非是

真的反華，而是反左。當中共把自己標榜為「華」的時候，韓國保守黨對中共

的不支持就被中共政權看作為「反華」。但保守黨又是否真的反華？ 

「華」不僅僅指代中原政權、中華民族，更多的是指代中國文化。韓國對

「華」對態度，要先觀察韓國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才可以窺視韓國左右派的

立場。長久以來，以中華文化為圭臬的韓國一直把漢文
12
作為國文，直到1443

年韓文才被創制出來，即使這樣，韓文也被視為低賤的文字而不被知識階層

使用。但在韓國獨立運動期間，韓國人為建立起文化獨立的意識，將韓文視為

12 漢文並非是中文，而是指書面語的文言文。中文是指中國人以口語表達的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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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民族獨特性的標誌。到1945年韓國光復以後，共產政權的北韓徹底廢棄漢

字，主張「韓文純用（即單純使用韓文）」的主體語文政策；
13
而在南韓，雖

長期以「國漢混用（即韓文與漢文並用）」為語文政策，但南韓進步派一直主

張與北韓相同的「韓文純用」政策，以此達到去中國化的目的，而保守派則相

對主張保留使用漢字（金正剛 2002；邵磊 2013）。從文化層面可以看出，韓

國進步黨有著打破傳統、建立主體意識、擺脫他族文化陰影的革新意識；而保

守黨
14
則與其相反，他們相對重視傳統文化的保存，雖政治上希望擺脫中國陰

影，但文化上依然保持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崇敬。比如精通漢語的前總統朴槿

惠，其實是從父母那耳濡目染習來的（搜狐網 2013），她的父親正是被中共

喻為「反華急先鋒」（鳳凰網 2015）的保守派大佬，韓國前總統朴正熙，而

朴正熙本人卻寫得一手好字和漢詩。朴槿惠鐘情於中國哲學，並時常將《論

語》等中國古典著作備於枕邊。她還把中國名著《三國志》中的趙子龍稱為

「初戀」，每次在中國的演講都盡顯她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崇仰（羅敏球、姜夢  

2015，52）。

韓國保守派對台灣的親近，固然有政治盟友以及意識形態相近的原因。然

而把中國看作文化體時，1990年代以前的中華民國可謂是中國文化最好的代

言人，親中華民國恰恰是「親華」的體現，遲於與中華民國斷交恰恰是「忠

華」的表現。中國大陸在談及現代韓中關係時，皆以1992年為起點，台灣關

注更多的是1992年以後的「台韓關係」；新一代的韓國人也漸漸淡忘在台灣

的中華民國也曾經代表整個中國。於是，中韓兩國所認識的「韓中關係」皆是

斷續的。有趣的是，在韓國的華僑，
15
會將中華民國與韓國斷交稱為「中韓斷

13 在北韓，作為共產黨指導思想的「主體思想」，是相對於「事大主義」而提出來的。

主體思想的核心就是要獨立自主，反對事大主義。其語言政策被稱為「主體的語言思

想」，也是以建立具有朝鮮民族獨特性的語言政策為目的，反對使用漢文與漢字（朝

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社會科學院語言學研究所 1971）。
14 也並非所有的韓國保守黨人都一定是保守中華文化的，這是由於保守黨人士來源多元

所致。如前圖所示，有部分存有「賤視中國」意識的人士有相當一部分分化進入了保

守黨。保守黨亦有不少草根出身，未有政治世代傳承的人士，如李明博即是，這些人

士的中國觀與傳統保守黨的中國認知亦有差別。
15 韓國華僑原籍大多數為中國大陸山東省，來韓已超過三代，但他們卻是世界上少有的

依然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作為中國國籍的海外僑民。韓國華僑群體具有強烈的中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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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這與台灣方面的說法相同；而又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韓國建交稱為「中

韓建交」，這與大陸方面的說法一樣。中韓之間的關係，一斷一建，相當於沒

有斷，斷的是政權關係，而中國作為「國家」未曾與韓國斷過外交關係。在大

陸與台灣的中國人，都無法感覺到韓中關係的持續性，因為大家都站在各自政

權的立場看問題，然而對兩岸皆有國家認同的韓國華僑，反而能夠感覺到韓中

關係的承接性與持續性。

正是因為韓中文化之間的親緣性，韓國政府現在在以人文和歷史的相通性

作為紐帶來強化對中國的親近與合作（金珍鎬 2013, 15-16）。中國韓國史研

究會前秘書長李敦球甚至認為，韓中關係在經濟和人文交流領域已經達到甚至

超越了「盟友關係」（金漢權 2015, 4）。文化親近與歷史淵源是韓中關係中

不可或缺的考量部分。

從文化的角度來說，韓國的保守派好似朝鮮時期的思明派，他們有著毫不

弱於進步派的濃濃的「中國情結」。如同面對明、清兩個中國，我們不能把支

持任何一方的朝鮮人稱為親華或反華一樣，韓國的進步派與保守派皆非反華，

只是對中國的不同政權、立場、或具體政策的態度不同而已。隨著中國大陸實

力的持續上升和中韓相互依賴的繼續發展，韓國左右政黨的外交路線差異將在

對華政策方面體現得越來越少（王簫軻 2015, 84）。

三、中共由夷變中華：從納共到尊共？

中國大陸自身的改變，是韓國對華態度轉變的關鍵因素。韓國學者金興圭

（2013, 204）依時期將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分為毛時代的「傳統抵抗型」、

胡溫時代的「發展導向型」、習近平時代的「新興大國型」三個階段，其性質

分別是「傳統強國」、「地域強國」和「世界強國」，而這三個階段的對韓

國政策則被認為是「非友好關係」、「外交爭取對象」與「積極包容（或排

擠）」。中共在不同階段的意識形態、政黨性質以及對韓政策是不同的，韓國

觀念，早期的政治立場極度擁護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為中國政府，在民進黨上台冷淡對

待韓國華僑之後，該群體開始兩側支持。原韓國僑界領袖韓晟浩更將國籍由中華民國

換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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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的反應也是相應變化的。

1980年代以降，中國大陸在共產意識形態上鬆綁，並逐步擺脫共產主義形

象，近年來不僅開始復興中華傳統文化，更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儒家化。

如今的中國共產黨更像是一個長期執政的保守黨，中國大陸步入中國化、儒家

化、去極左化的「以夷變夏」階段。這對於韓國保守黨的對華政策來說，不但

沒有「反共」的矛盾，反而具有共同的保守理念。
16
朴槿惠執政之初積極擁抱

中國，就是因為基於「中國變化論」（金興圭 2013, 193）。以朴槿惠為代表

的韓國保守黨所展現出的親中國大陸態度，可以說是將「中國情結」投射到中

國大陸的嘗試。

自朴槿惠上台以來，韓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愈發關注在政治影響力與經濟

繁榮這些正面的方面，而與韓國有爭議的歷史問題、以及中國大陸的社會問

題、環境問題等負面的報導則比重很低（徐玉蘭 2015, 301）。從這個側面可

以看出韓國社會對中國大陸的評價愈發積極。在那個熱絡的階段，韓中之間甚

至開始就是否能夠結成同盟關係而展開熱烈的討論（金漢權 2015, 4）。朴槿

惠有意提升韓中關係，首先是由於經濟上的需要；其次，是考慮到北韓核武問

題和東北亞安全（李明峻 2013, 79）。中國大陸與北韓之間的親密程度雖大不

如前，輿論
17
也越來越不利北韓，但中國大陸官方依然未能割捨與北韓間的盟

友關係。韓國國立外交院教授金漢權（2016）針對2016年年初的北韓導彈危

機指出，韓國對於中國大陸有自己的國家利益與政治立場應表示理解，中國大

陸突然將北韓由朋友變敵人是不容易的，韓國應慢慢說服中國，使其轉變立

場。

在面對韓國最核心的「南北韓統一」問題時，已經開始有韓國學者寄希

望於中國大陸，並認為現在的中國大陸已經開始轉向支持自己的立場。韓國

16 但不得不說明的是，韓國對中國大陸依然有疑慮的點，大致有歷史詮釋問題，政治制

度問題，對北關係問題等，對北關係又是重中之重。（鄭鎔碩 2014）這也是目前韓國
不可能像對明朝、對中華民國那樣傾心對重要原因。這一點與朝鮮對滿清的疑慮亦頗

有相似之處。
17 具有中國官方背景的香港中評社（2016）發表了一篇名為「朝鮮擁核自重沒有出路 政
權岌岌可危」的社論，被看作是中共放出的棄朝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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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日報》（2014）有報導稱，朴槿惠訪華期間就北韓議題詢問習近平意

見，朴問習「危機狀況下中國是否有計劃將北韓以『東北第四省』編入中國版

圖」，習近平回答「沒有那樣的可能性」，朴又向習分享了「南韓主導統一的

意見」。在這篇報導中，習並未對朴槿惠的「南韓主導說」做明確表態，但徐

相文（2014, 92）卻將其解讀為「習近平表態支持南韓主導統一」。有關中國

對韓影響力的問卷調查中，認為中國對韓半島統一的作用「非常重要」的民眾

從2008年的25.3%急速上升為2011年的43.2%（李相信 2011, 129）。筆者以為

韓國輿論越來越認為中國對自己變得友好，而這樣的觀點顯然是基於韓國自己

對中國好感的提升做出的判斷，這之間的轉折意味著韓國不僅僅已經認可中國

大陸的中華文化代表性，更寄望對方能夠落實情義精神。儘管韓國認為因中共

介入韓戰致使國家未能統一，但假使中國大陸一改縱容北韓的態度，協助韓國

達成統一，那麼韓國舉朝便將有如朝鮮思明派一樣感激中國大陸。

成為新的「中國典範」的中國大陸，成了韓國「中國情結」的投射對象。

韓國與中國大陸之間雖尚未形成盟友關係，但前總統朴槿惠在執政初期所表現

的親近中國的態度證實韓國保守黨是有可能轉向親中的，因為這也是原本「中

國情結」的真實展露。韓國保守黨與中國大陸的間歇摩擦不可能終止，尤其韓

國的同盟、亦與中國有著結構性矛盾的美國也是一個重要變數，但朴槿惠這樣

的親華保守派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

是故，文在寅於2017年訪華時，不僅訪問位於重慶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

址，更稱「在中國每一寸土地上都有我們愛國先烈的鮮血與靈魂⋯⋯在那不

義與壓迫中有我們的同志中國人民的友誼！」（亞洲經濟 2017）他一方面認

可中國大陸是抗日時期幫助韓國獨立建國的國民政府的繼承者，另一方又似乎

是在喚醒韓國人的「中國情結」。對於「尊共」，韓國進步派可能已經沒有疑

慮，而韓國保守派或將繼續喚醒其「中國情結」，並在懷疑中繼續嘗試與中國

大陸建立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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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雖然華夷體系下的朝貢關係在今日看上去是一種不平等的關係，
18
但在當

時的國際秩序中，則是一種相對穩定、和平、友好的盟友關係。無論是封建

時期、抗戰時期、乃至冷戰時期，這曾經父子般的、兄弟般的盟友關係，是由

兩國相鄰與體量不對等的客觀因素所決定的。不過中國的鄰國有很多，曾經與

中國建立朝貢關係的國家也不少，但唯有韓國與中國維持著六百年鮮少中斷的

盟友關係。這種盟友關係或存在於韓中兩個完整的國家體制之間，或存在於韓

中不同政權或不同黨派之間。究其原因，對文化中華仰慕與對政治中國倚靠的

「中國情結」是維繫韓中關係持續不斷的因素。

「中國情結」對於個人來說是單純的內心情感，但對於國家來說則是經過

悲壯慘烈的鬥爭凝結在整個民族心靈深處不被喚醒的歷史記憶。「中國情結」

是投射於「中國」身上的情感，但是中國改朝換代之時，常常出現多個自詡為

「中國」的政權。於是韓國以「中國典範」為基準，選擇「誰是中國」。韓

國對「中國典範」的想像，一方面是中國要足夠強大和文明，另一方面是中國

不能侵犯韓國，且能夠義無反顧地保護韓國，如同壬辰倭亂中明朝對朝鮮的保

護。與典範的中國結盟，才能維護韓國安全與發展的保障。

二戰後面對沒有「中國典範」的時期，韓國將這種大國想像投射於美國身

上，與美國形成政治與軍事同盟，文化上也追隨美式風潮，儼然「事大主義」

在今日的翻版。然而從現實層面考量，同樣是「事大」，韓國加入「冷戰體

系」與加入的「朝貢體系」的動機、地位、結果是有很大差距的。「冷戰體

系」中，韓國的加入可謂是被迫陷入美蘇大國爭霸的漩渦，韓國不但作為棋子

被美國推向反共的最前線，其軍權更完全被美國掌控，政治受美國牽制，因美

國的介入反而使韓國無法統一，韓美關係看似平等其實卻非常不平等（劉銀萍 

2000, 244-245）。而在「朝貢體系」中，朝鮮充分考量本國利益主動加入由明

朝主導的「華夷秩序」，朝鮮雖在禮節上尊奉明朝，遇到共同的敵人時需要朝

鮮協同作戰，但明朝也同樣堅守保護朝鮮不受侵犯的責任，並且盡量不干預朝

18 有些韓國人將歷史上的朝貢體系當作是一種屈辱（蘇世岳 2010,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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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的內政，朝鮮在「華夷秩序」中亦被周邊民族奉為「上國」，韓中關係看似

不平等其實反而把朝鮮的地位抬得很高。如同韓國延世大學史學系教授白永瑞

在一次演講中所表達的那樣，
19
他傾心於朝貢體系中的「多元中心」模式，

20

以此抬升韓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筆者無異於討論韓國是否產生另類的「美國情結」，也不否認美國仍將長

期影響韓國的政治與文化。但美國的強勢主導與中國的近悅遠來注定使韓國對

兩者之間的感情不會一致。因此白永瑞說：「美國好似一隻老鷹，看似遙遠卻

潛在攻擊的威脅；中國如同一隻大象，看似龐大卻溫順又安全⋯⋯」
21
韓國雖

然享受著韓美盟友帶來的安全，也時刻感受著來自美國霸權主義的威脅；中國

大陸若與韓國站在一起，中國會是韓國安全的最強有力保障。

「中國情結」雖源自「事大主義」，但卻超脫於「事大主義」。中國對韓

國的影響，不僅僅是政治與軍事上的，更有著語言、文化、思想、禮制、情

義等精神層面的滲透，「中華」甚至成為韓國人潛意識中的思維邏輯。以民族

學視角來看，文化是民族的核心，是民族性的重要體現。在西伐利亞體系中，

中國顯然是毫無爭議的他者；但從韓民族的文化思維出發，中國依然是一個介

於本國與外國的中間存在，源自中國的漢字漢文、儒家思想、漢傳佛教等，依

然是文化韓國的我者。作為民族國家的今日韓國雖不再如歷史上那樣言必尊中

華，但作為歷史沈澱留下的「中國情結」，卻依然殘留在韓民族的潛意識之

中。

 （收件：105年7月18日，接受：108年 4 月11日）

19 白永瑞（2014.11.19），演講題目：「中華與去中華的文化政治：重看『小中華』」，
「蔣中正先生系列演講」，國立政治大學。

20 雖然Fairbank（費正清）將華夷秩序下的朝貢體系比作是同心圓結構，但歷史上的朝貢
體系並非是由中國單一主導運作，同時還存在著附屬的小型朝貢體系。如朝鮮在向中

國朝貢的同時，女真也同時向中國和朝鮮朝貢，女真也奉朝鮮為「上國」。女真與朝

鮮之間又形成一個中國外圍的小型朝貢體系，朝鮮成為中國之外的另一中心（Fairbank 
1968）。

21 同註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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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at is “Chinese Complex” and how does it affect Korea’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China? We examine the effect of Chinese Complex by using the 

salient historical analogy between the Ming-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We conceptualize 

Chinese Complex as the persistent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a legitimately 

civilized Chinese reign with Confucian ethical responsibility. The distinctive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 fostered the idea of China Complex and its 

forerunner, principle of Sadae, meaning “serving the great.” The principle of 
Sadae dictates how small countries adjust their foreign policy according to 

major powers for survival, whereas Chinese Complex implies spontaneous 

behaviors based on indebtedness from favors received from big countries. As 

a result of Chinese Complex, although it is advantageous to be allied with the 

newly established Chinese regime, Korea does not shift its allegiance until the 

incumbent Chinese ruler demonstrates a Sinicized orientation and a sense of 

brotherhood. The implication of Chinese Complex is that after perceiv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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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C’s growing legitimacy to rule, South Korea will seek a higher level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P.R.C.

Keywords:  Sino-Korean Relations, Sadae, Chinese Complex, Spirit of Brother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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